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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镜泊湖硅藻对近现代气候变化和人类干扰的响应
过程

廖梦娜１，２，∗，李艳玲２

１ 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２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要：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已经导致中国大量湖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而目前对东北地区湖泊生态系统变化的认识主

要源于短期的监测。 以东北镜泊湖为例，通过沉积记录和现代监测资料，分析一个多世纪以来以硅藻群落为代表的湖泊生态系

统对气候波动和区域人类活动的响应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干扰显著加强之前，风力扰动是镜泊湖硅藻群落变化的一个

重要因子，表现为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属种取代小型浮游种（Ｃｙｃｌ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ｓ、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ｄｉｓｃｕｓ 和 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成为优势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来，Ａｓｔｅｒｉｏｎｅｌｌ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ｐａｌｅａ 和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的相继增加则反映了流域农业活动加剧、农业化肥大量施用以及

污水排放导致的湖泊营养水平升高。 温度的持续上升已经引起东北地区一些湖泊硅藻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但镜泊湖的硅

藻记录却未显示这一气候变化的信号。 考虑湖泊－流域形态和人类活动的不同，研究认为近几十年气候变化对镜泊湖硅藻群

落结构的影响被强烈的人类干扰所掩盖而未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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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强烈影响正改变着生态系统固有的自然过程，其后果已经、并将愈来愈严重地威

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１］。 湖泊是非常重要的淡水水源，已经成为地球最脆弱的生态

系统之一［２］。 近几十年来，随着东北地区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工业基地，湖泊水质恶化和生态退

化问题也愈发严重［３］。 然而，东北地区湖泊生态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短期或季节性的监测和分析上［４⁃８］，
长期的或年代际尺度的研究甚少。 如此不利于深入了解湖泊生态变化过程和剖析其机制。

湖沼学监测数据能够很直观地反映生态系统变化过程，然而目前大多数生态监测资料时间尺度较短，因
此古湖沼学成为长尺度湖泊生态变化研究的一个有力手段［９］。 过去几十年，运用古湖沼学解释过去湖泊环

境状态和变化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多。 在众多生态学代用指标中，硅藻是最常用的指标之一［１０］。 不仅因为硅

藻对周围环境反映敏感，而且因为它广泛分布在各种水体中，其硅质壳体利于保存在沉积物中，并且不同硅藻

属种有比较明确的环境耐受度［９］。 在极地、北极、亚北极和高山地区，很多湖泊沉积硅藻记录反映出工业革

命以来的气候变暖过程，主要表现为小型浮游硅藻丰度增加而大型或非浮游种硅藻相应减少的特征［１１⁃１４］。
而在中纬度地区，由于人类活动相对密集，很多流域下垫面和水文条件遭受人为破坏或改造，湖泊生态系统同

时受到多重环境压力的影响，因此硅藻群落结构的变化更为复杂［１５⁃１６］。 那么，气候变化是否已引起东北地区

湖泊硅藻群落结构发生变化？ 人类活动对湖泊硅藻群落的影响程度如何？ 不同流域湖泊的硅藻响应是否存

在差异？ 原因是什么？
针对以上科学问题，本研究将以镜泊湖为例，分析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硅藻群落结构变化过程与特征。

此外，本研究还将镜泊湖的硅藻记录与处于同一气候区、但流域和湖泊特征具有较大差异的龙岗火山区玛珥

湖硅藻记录进行对比，试图辨析东北地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湖泊硅藻组合变化的影响并讨论其潜在

原因。

１　 研究区概况

镜泊湖（４３°４６′—４４°０３′Ｎ，１２８°３７′—１２９°０３′Ｅ；海拔 ３５０ｍ）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西南部（图 １），是我国最

大的岩溶堰塞湖。 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湖盆北部发生一系列断裂和火山活动，喷发的熔岩将牡丹江上游河

谷堵塞遂积水成湖；湖泊面积 ９１．５ｋｍ２，给水面积 １１８２０ｋｍ２，最大水深 ４８ｍ，平均水深约 １３ｍ，蓄水量达 １１．８×
１０８ｍ３ ［１７］。 湖区多年平均温度 ４．１℃，多年平均降水量 ５４９ｍｍ（图 ２），属温带湿润气候；年内降雨量分布差异

明显，夏季（６—８ 月份）降水量占全年的约 ６１％［１７］。 镜泊湖冰冻期从 １１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 ４ 月［１８］。 湖

水主要由地表径流补给，入湖河流 ３０ 余条，其中牡丹江入湖水流最大。 区域植被主要是砍伐后发展起来的阔

叶混交次生林，林木覆盖率达 ８２％［１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调查显示浮游藻类以硅藻门的颗粒直链藻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和华丽星杆藻（Ａｓｔｅｒｉｏｎｅｌｌ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为主，８０ 年代末出现蓝藻门的同色微胞藻，并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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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水华［１７］。

图 １　 镜泊湖和采样点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ｉｎｇｐｏ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

２　 材料和方法

２．１　 样品采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用奥地利 ＵＷＩＴＥＣＴＭ重力采样器在镜泊湖东北部水深约 ３１ｍ 处获取长 ４０ｃｍ 的柱状沉积物

（ＪＰＳ２）。 获取的样品保存在 ＰＶＣ 管中并运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 ４℃环境下保存。 ＪＰＳ 岩芯以

０．５ｃｍ 间隔分样，共获得 ８０ 个沉积样品。 进行样品分析前，对所有样品进行冷冻干燥。
２．２　 实验室分析

２．２．１　 年代测定

沉积年代框架采用２１０Ｐｂ 和１３７Ｃｓ 年代学建立。 进行２１０Ｐｂ、２２６Ｒａ 和１３７Ｃｓ 测试前，首先将样品进行含水量分

析并计算出每个样品的干容重。 然后将其研磨至过 １００ 目孔筛，装入专用的测试样盒密封 １５ｄ。 用 γ 分析方

法对各样品进行无损坏的多种核素测量。 分析样品为 ２—５ｇ 干沉积物样品。 分析仪器采用美国 ＥＧ ＆ Ｇ
Ｏｒｔｅｃ 公司生产的高纯锗井型探测器（Ｏｒｔｅｃ ＨＰＧｅ ＧＷＬ）与 Ｏｒｔｅｃ９１９ 型谱控制器和 ＩＢＭ 微机构成的 １６Ｋ 道多

道分析器所组成的 γ 谱分析系统。１３７Ｃｓ 和２２６Ｒａ 标准样品由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提供；２１０Ｐｂ 标准样品由英国利

物浦大学做比对标准。２１０Ｐｂｅｘ活度的沉积物年代采用恒定放射性通量模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ＲＳ） ［１９］

进行计算。 对应 １９６３ 年的层位由１３７Ｃｓ 峰值确定。 ＣＲＳ 计算结果与１３７Ｃｓ 年代时标存在差异，则采用复合模式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ｏｄｅｌ） ［１９］进行修正。
２．２．２　 粒度分析

本研究对 ８０ 个样品进行沉积物粒度测试与分析。 样品前处理采用 ３０％ Ｈ２Ｏ２和 １０％ ＨＣｌ 分别去除有机

质和碳酸盐。 洗至中性后加入 １０ｍＬ 离散剂 （六偏磷酸钠溶液），用超声波振荡离散 １５ｍｉｎ 后，用英国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 ２０００ 激光粒度仪（分析范围 ０．０２—２０００μｍ）进行样品的粒度分析。 每个样品测试 ３ 次，取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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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牡丹江气象站实测 １９５１—２０１２ 年均温（℃）和年降水量（ｍｍ）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ｍ） ｆｒｏｍ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１—２００２

虚线表示多年平均温度和多年平均降水量，数据来源：中国气象数据网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值进行分析。
２．２．３　 硅藻分析

本研究对 ８０ 个样品均做硅藻鉴定与分析。 从样品中取 ０．３—０．４ｇ 干样，加入 １０％ ＨＣｌ 并加热去除碳酸

盐矿物，再加入 ３０％ Ｈ２Ｏ２去除沉积物中及硅藻细胞壁内的有机质；静置 ４８ｈ 后倒掉上清液，加入蒸馏水，重复

３ 次以保证样品溶液呈中性。 随后对处理后的样品进行永久制片。 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 显微镜（ＢＸ ５３）的油镜（放大

倍数 １０００）进行硅藻鉴定和计数。 每个样品至少鉴定 ３００ 粒硅藻。 硅藻鉴定主要参考 Ｋｒａｍｍｅｒ 和 Ｌａｎｇｅ⁃
Ｂｅｒｔａｌｏｔ［２０⁃２３］。 硅藻数据统计分析基于各属种的相对百分比浓度。 硅藻图谱的绘制和分带采用 Ｔｉｌｉａ 和 Ｔｉｌｉａ
Ｇｒａｐｈ 软件完成。

３　 结果

３．１　 沉积年代框架
１３７Ｃｓｅｘ活度曲线显示了两个明显的峰值（图 ３）：２３ｃｍ 处的峰值（１０７．９Ｂｑ ／ ｋｇ）对应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的核武

器试验高峰，１３ｃｍ 处的峰值（４１．３Ｂｑ ／ ｋｇ）对应 １９８６ 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ＪＰＳ２ 钻孔２１０Ｐｂｅｘ活度自上

而下基本呈现指数衰减过程（图 ３）。 以１３７Ｃｓ 为时标的混合模式计算出 ＪＰＳ２ 钻孔的年代序列，钻孔底部的沉

积年代约为 １８８１ 年（图 ３）。
３．２　 硅藻图谱

从 ８０ 个沉积样品中共鉴定了 ２５９ 个硅藻属种。 相对百分浓度低于 １％的属种不纳入硅藻分析中。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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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ＪＰＳ２ 钻孔１３７Ｃｓ、２１０Ｐｂ 活度（Ｂｑ ／ ｋｇ）及年代—深度关系曲线

Ｆｉｇ．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１３７Ｃｓ ａｎｄ ２１０Ｐｂ （Ｂｑ ／ ｋ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ｏｒｅ ＪＰＳ２

到的硅藻主要以浮游种和偶然性浮游种为主。 浮游种主要包括 Ｃｙｃｌ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ｓ ｄｕｂｉｕｓ， Ｃｙｃｌ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ｓ
ｔｈｏｌｉｆｏｒｍｉｓ，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ｄｉｓｃ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ｄｉｓｃｕｓ ｉｎｖｉｓｉｔａｔｕｓ，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ｏｎｅｌｌ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和 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偶然性浮游种主要有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ａｍｂｉｇｕａ，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ａｌｐｉｇｅｎａ。 此外，还
鉴定到底栖或附生种，如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 ｓｐｐ．、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ｐ．、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ｓｐｐ．、Ｓｕｒｉｒｅｌｌａ ｓｐｐ．、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ｓｐｐ．、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
ｓｐｐ．。 根据聚类分析，ＪＰＳ２ 钻孔的硅藻图谱可以分为带 Ｉ 和带 ＩＩ，其中带 Ｉ 可分为两个亚带，带 ＩＩ 可分为 ３ 个

亚带（图 ４）：
带 Ｉａ（４０—３２ｃｍ，１８８１—１９４７）：以浮游种为主，最显著优势种为 Ｃ． ｄｕｂｉｕｓ，相对百分含量为 １８． ８％—

５７．１％，自下而上呈现丰度缓慢下降的趋势。 其他浮游种，如 Ｃ． ｔｈｏ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Ｓ． ｐａｒｖｕｓ， Ｓ． ｉｎｖｉｓｉｔａｔｕｓ 和 Ｄ．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 的平均百分浓度范围为 ４％—１２％。 偶然性浮游种 Ａ． ａｌｐｉｇｅｒａ 也占有一定量，平均百分浓度为

５．４％。 底栖或附生种中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ｓｐｐ．占的比例较高，百分含量为 ０．６％—６．７％。 总体上，这一阶段硅藻组合较

稳定，大部分层位 Ｐ ／ Ｂ（浮游硅藻与底栖 ／附生硅藻浓度比）在 １０ 左右。
带 Ｉｂ（３２—２３ｃｍ，１９４７—１９６６）：仍以 Ｃ． ｄｕｂｉｕｓ 为主，平均百分含量为 ２８． ５％，较带 Ｉａ 稍有下降。 Ａ．

ａｍｂｉｇｕａ 明显增加，平均相对百分含量约为 ７．４％，最大可达 ２１．５％。 其他属种变化不大。 Ｐ ／ Ｂ 与上一阶段

相当。
带 ＩＩａ（２３—１４ｃｍ，１９６６—１９８６）：本带硅藻组合较 Ｉ 带出现很大的变化，优势种转变为 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和 Ａ． ａｍｂｉｇｕａ，平均相对百分含量分别为 １７．１％、１８．４％和 １２．９％。 Ｃ． ｄｕｂｉｕｓ 丰度下降到约 ７％。 其

他浮游种，如 Ｃ． ｔｈｏｌｉｆｏｒｍｉｓ，Ｓ． ｐａｒｖｕｓ，Ｓ． ｉｎｖｉｓｉｔａｔｕｓ，和底栖 ／附生种均有减少。 这一阶段浮游种和底栖 ／附生种

丰度均下降，而 Ｐ ／ Ｂ 总体升高。
带 ＩＩｂ（１４—７ｃｍ，１９８６—２００２）：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相对百分含量下降十分明显，到本带顶部几乎消失。 偶然性浮

游种，如 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和 Ａ． ａｍｂｉｇｕａ 也有所下降。 虽然 Ｃ． ｄｕｂｉｕｓ 浓度变化不大，但其他浮游种，如 Ｓ．
ｈａｎｔｚｓｃｈｉｉ，Ｓ． ｐａｒｖｕｓ，Ｃ． ｔｈｏｌｉｆｏｒｍｉｓ，Ｃ． ｉｎｖｉｓｉｔａｔｕｓ 和 Ｄ．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 出现较明显增加。 本带硅藻另一个主要变

化是底栖 ／附生种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ｓｐｐ．，特别是 Ｎ． ｐａｌｅａ 突然出现并占约 ６％的百分含量。 总体上，这一阶段底栖 ／附
生种丰度增加，浮游种丰度减小，Ｐ ／ Ｂ 较 １９８６ 年以前明显下降。

带 ＩＩｃ（７—０ｃｍ，２００２—２０１２）：最明显的变化是 Ｆ．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相对百分含量显著增加，从底部不到 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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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含量 １５．２％。 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较带 ＩＩｂ 也明显增加，而同时，Ａ． ａｍｂｉｇｕａ 平均百分含量下降到约 ３．２％。 Ｎ．
ｐａｌｅａ 在进入本带后几乎消失。 顶部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ｄｉｓｃｕｓ ｍｅｄｉｕｓ 则突然增加到约 ２８．３％。 总体表现为浮游种丰度升

高，底栖 ／附生种丰度下降，相应地，Ｐ ／ Ｂ 较前一阶段有所上升。

图 ４　 ＪＰＳ２ 钻孔硅藻相对百分浓度（包含相对丰度＞１％的属种）及 Ｐ ／ Ｂ 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ｔｏｍ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ａｘａ ＞１％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 ／ Ｂ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ｃｏｒｅ ＪＰＳ２

ＡＡ：直链藻属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ＳＤ：小环藻属、环冠藻属、冠盘藻属和碟星藻属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Ｃｙｃｌ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ｄｉｓｃ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 ＣＯＮＩＳＳ：

约束增量平方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４　 讨论

镜泊湖硅藻鉴定和分析结果显示了过去 １３０ 年，特别是约 １９６６ 年以来，硅藻属种组合发生了数次明显变

化（图 ４）。 环境长期变化背景下，某一层位沉积硅藻组合是对一定时期环境状态（例如，流域地表风化、营养

盐浓度、水文条件等）的综合体现［１５］。 据牡丹江气象站监测数据显示，近 ６０ 年来该地区多年平均气温、夏季

温度和冬季温度上升约 １—３℃（据中国气象数据网）。 与此同时，镜泊湖流域农业发展迅速，农田开垦、化肥

农药施用、森林砍伐等一系列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着该地区下垫面状况。 因此，镜泊湖硅藻属种变化如何响应

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需要进一步讨论。
４．１　 镜泊湖硅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大量研究发现，藻类生长和群落结构变化与气候因素密切相关，例如温度变化、冰雪覆盖情况、风场变化、
太阳辐射或云量等［２４⁃２７］。 这些气候因素主要通过改变水体分层和混合状态，以及光照和营养条件来间接影

响硅藻生长和种群组合变化［１６］。 任何湖泊，只要气候导致的生态变化超过了其生态阈值，藻类群落均会产生

显著响应［１６］。 气候变暖的显著生态效应已经在很多极地和亚极地湖泊中显现出来［１１⁃１４，１６］，主要表现为生长

较快的小型属种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ｏｉｄ 相对丰度增加，体积较大、生长较慢且沉降速度较快的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属种或小型底

栖属种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ｏｉｄ 相对丰度减小。 与高纬度地区相似，很多高海拔地区湖泊硅藻记录也清晰地反映了气候变

暖的信号［２８⁃３３］。 虽然不少中纬度地区湖泊也发现了类似的生态转变［３４⁃３６］，但由于该地区受到多种环境压力

的影响，硅藻组合变化对近现代以来气候变暖响应并不明显［１６］。 本研究中，镜泊湖硅藻小型浮游种如 Ｃ．
ｄｕｂｉｕｓ、Ｓ． ｐａｒｖｕｓ、Ｃ． ｔｈｏ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在 １９６０ｓ 中期开始大量减少，相应地偶然性浮游种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明显增加。 若据

以上地区硅藻组合变化推测，这一硅藻组合转变应指示水体分层减弱或水体垂向扰动增强的环境状态。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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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几十年来持续上升的气温条件很难形成这样的水体热力学和动力学性质变化。

　 图 ５　 年降水量与对应 ＪＰＳ２ 钻孔粒度组分对比曲线（１９５１—

２０１１）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ＪＰＳ２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

虚线表示年降水量的五年滑动平均

生境的变化往往会引起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 湖泊

包含了湖岸区和开阔湖区，两者生境相去甚远，水位的剧

烈变动可使两者相互转化。 虽然缺乏镜泊湖水位数据，但
沉积物的粒径分布能够反映水位的变化［３７］。 镜泊湖沉积

物记录显示粒度粘土组分（＜４μｍ）百分含量与年降水量变

化趋势相似，而与粉砂组分（４．０—３２．０μｍ）趋势相反（图
５）。 降水量增加能够抬升湖泊水位，更多细颗粒物质将沉

积在深水区。 根据 ＪＰＳ２ 钻孔粒度组分推测 （图 ６），
１９６０ｓ—１９８０ｓ（带 ＩＩａ）处于低水位期，与高的 Ｐ ／ Ｂ 比值相

矛盾；同样地，１９８０ｓ—２０００ｓ（带 ＩＩｂ）水位上升的推断与低

的 Ｐ ／ Ｂ 比值相矛盾。 因此，镜泊湖水位变动不是 ＪＰＳ２ 钻

孔沉积硅藻群落结构变化的关键因子。
已有研究表明，小型硅藻属种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和大型硅藻属

种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之间的转化在受季风影响的湖泊中同样明

显［１６］。 Ｗａｎｇ 等［３８⁃３９］ 对湖光岩玛珥湖和二龙湾沉积硅藻

的研究发现，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 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 与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ｓｐｐ．间的转

变反映东亚冬季风的强弱。 季风强弱影响区域风场，风速

图 ６　 ＪＰＳ２ 钻孔粒度组分分布曲线

Ｆｉｇ．６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ＪＰＳ２

变化改变水体混合状态，进而引起硅藻组合变化。 Ｌｉ 等［４０］ 对镜泊湖千年尺度硅藻变化研究也表明，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与小型浮游种（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Ｃｙｃｌ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ｓ、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ｄｉｓｃｕｓ、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之间的转变能够指示风速的改

变。 牡丹江地区无冰期 （ ５—１１ 月） 平均风速与 ＪＰＳ２ 钻孔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和小型浮游种 （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ｄｉｓｃｕｓ、
Ｃｙｃｌ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ｓ、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百分含量对比发现，风速大小与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丰度变化趋势相似而与小型浮游种丰度

变化趋势相反（图 ７）。 因此本研究认为，风对水体的扰动是镜泊湖硅藻群落结构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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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５—１１ 月份平均风速（ｍ／ ｓ）与 ＪＰＳ２ 钻孔直链藻属和小型浮游种相对百分含量（％）对比曲线（１９５１—２０１１）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ＭＪＪＡ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ｔｙｐｅ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ｒｅ ＪＰＳ２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

４．２　 镜泊湖硅藻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营养物质是影响硅藻群落结构变化的关键因子。 镜泊湖硅藻群落的一个重大转变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的突然迅速增加。 虽然 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被认为具有较宽的营养耐受度［４１］，但研究表明 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对营养

盐，特别是含氮营养盐响应比较敏感［４２⁃４３］。 并且在很多湖泊中，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取代小型硅藻属种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ｏｉｄ 成为

优势种往往与大量污染源输入有关［４３⁃４６］。 在 １９８０ｓ—２０００ｓ 期间，Ｎ． ｐａｌｅａ 丰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Ｗａｎｇ
等［３９］对二龙湾沉积硅藻研究发现，Ｐ ／ Ｂ 与气温变化密切有关，约 １８５０ 年以来气温显著上升的同时 Ｐ ／ Ｂ 也明

显上升。 类似地，小龙湾沉积硅藻记录也同样显示约 １９４０ 年以来 Ｐ ／ Ｂ 升高伴随着气温上升［４７］。 然而在镜泊

湖，监测数据显示过去 ６０ 年气温逐渐升高，但 Ｐ ／ Ｂ 从 １９８６ 年开始显著下降。 野外和实验研究均发现，浮游

和附生硅藻相对丰度变化并不能笼统地解释为气候变化，还要考虑不同硅藻的生存策略［１５⁃１６］。 Ｎ． ｐａｌｅａ 是一

个耐污种，常出现在受污染或富营养化的水体环境中［４８］。 因此它的丰度增加很可能与水体污染物含量增加

有关。 ２１ 世纪开始，Ｆ．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突然快速增加。 Ｆ．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同样被认为是典型富营养种，它的快速繁殖与

人类活动密切相关［４９⁃５２］。 并且相比于 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Ｆ．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对磷具有更强的竞争力［５３⁃５４］。 据调查显示，宁
安县从 １９６０ｓ 才开始使用化肥（主要为氮肥），并且到了 １９７０ｓ 化肥才成为主要的农业肥料［１８］。 磷肥的使用

则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５５］。 虽然未获得宁安县化肥使用量数据，但黑龙江省的统计数据显示 １９６１—２００２ 年

化肥施用量增加了 ４０ 多倍［５５］。 ２００７ 年的水质调查结果显示，镜泊湖水体总氮和总磷已经超标，水质较差，属
于严重富营养化［７］。 以上数据说明，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 ｐａｌｅａ 和 Ｆ．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丰度的相继增加与流域农业化肥大

量使用关系较大，显示了趋于富营养化的水体环境。 此外，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已经成为镜泊湖面源污染以

外的两大污染源［６］，因此城市污水排放对镜泊湖硅藻群落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可忽略。
硅藻群落结构还可能因上层营养级的捕食而发生改变。 镜泊湖有史料记载的最高渔获量为 ４００ｔ 左右，

在人工放流鱼种的基础上，１９８８ 年才达到 ８３７ｔ［５６］，说明鱼类导致 １９６０ｓ 硅藻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可能性

不大。 镜泊湖现有鱼类 ３０ 余种，采样点所处的大湖水域以小型鱼类蒙古红鲌和细鳞斜颌鲴为主体［５７］。 细鳞

斜颌鲴生活在水体中下层，以腐屑和着生藻类为主食［５８］。 镜泊湖硅藻以生活在广阔水域的浮游种为主，因此

认为细鳞斜颌鲴对硅藻群落的影响较小。 蒙古红鲌属于肉食性鱼类，体长 １０—１５ｃｍ 以枝角类为食，２０ｃｍ 以

上以小型鱼类为食［５９］。 镜泊湖枝角类主要有蚤状蚤（Ｄａｐｈｏｎｉａ ｐｕｌｅｓ）、僧帽蚤（Ｄａｐｈｏｎｉａ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长额象鼻

蚤（Ｂｏｓｍ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脆弱象鼻蚤（Ｂｏｓｍｉｎａ ｆａｔａｌｉｓ）、和突额湖仙达蚤（Ｌｉｍｎｏｓｉｄａ ｆｒｏｎｔｏｓａ） ［６０］。 这些枝角类

滤食或捕食 １—８０μｍ 的藻类，并以 １—２０μｍ 的为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开始的人工放养鱼种将增强对枝角

类的捕食压力，进而影响硅藻、特别是小型硅藻的丰度。 然而镜泊湖沉积记录却显示小型硅藻丰度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开始稍有增加（图 ４），由此说明鱼类的影响并未成为改变镜泊湖硅藻群落结构的关键因子。
４．３　 区域湖泊硅藻记录对比

在距离镜泊湖西南方向约 ２８０ｋｍ 的小龙湾沉积物中发现，约 １９５０ 年以来小型浮游种 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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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ｌｔｅｒｅｃｋｉｉ 丰度增加，底栖和附生种相应减少（图 ８），指示了由于气候变暖而导致的藻类生长周期延长［４７］。 同

样地，在距离小龙湾约 １ｋｍ 的二龙湾中发现小型浮游硅藻属种 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 增加的同时大型硅藻属种

Ａｓｔｅｒｉｏｎｅｌｌａ 和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减少（图 ８），指示了温度上升引起的水体分层加强［３９］。 镜泊湖、小龙湾和二龙湾处于

同一气候区，湖面海拔差异不大，因此认为它们受到的气候条件影响差别也不大。 然而，在相似的气候影响背

景下，镜泊湖与小龙湾和二龙湾的硅藻记录却显示了截然相反的转变过程，说明流域和湖泊内部差异是东北

山区湖泊硅藻组合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小龙湾和二龙湾是封闭型湖泊，湖面面积很小，仅为 ０．１ｋｍ２和 ０．
３ｋｍ２；而镜泊湖是开放型湖泊，湖面面积分别是小龙湾和二龙湾的 ９００ 倍和 ３００ 倍。 并且，镜泊湖流域面积达

１１８２０ｋｍ２ ［１７］，而小龙湾和二龙湾流域面积仅为 ０．１５ｋｍ２和 ０．４ｋｍ２ ［６１］。 湖泊和流域形态的差异可能导致湖面

吹程、水体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差异，从而使小龙湾和二龙湾对气候变化更敏感。

图 ８　 小龙湾和二龙湾主要硅藻属种丰度（％）、Ｐ ／ Ｂ 和温度（℃）变化过程（Ｐａｎｉｚｚｏ 等［４７］ ，Ｗａｎｇ 等［３９］ ）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ｄｉａｔｏ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Ｐ ／ Ｂ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ｉｎ Ｌａｋｅ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ｗａｎ （Ｐａｎｉｚｚｏ ｅｔ ａｌ．［４７］ ） ａｎｄ

Ｅｒｌｏｎｇｗａｎ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３９］ ）

１９６０ｓ 中期开始，镜泊湖沉积硅藻组合变化十分频繁，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 ｐａｌｅａ 和 Ｆ．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相继迅速增加。
这些硅藻组合转变很大程度上反映人类活动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二龙湾，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在 １９７０ｓ 增加与

９　 ４ 期 　 　 　 廖梦娜　 等：东北镜泊湖硅藻对近现代气候变化和人类干扰的响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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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湖岸道路建设加强流域物质输入有关［３９］。 虽然孢粉记录显示 １９３０ｓ 以来龙岗火山区农业活动增强，森
林砍伐频繁［６１］，但区域植被变化对小龙湾硅藻组合变化影响甚微［４７］。 此外，小龙湾沉积物微量元素和球状

碳颗粒通量指示了约 １９４０ 年开始受到大气沉降污染的影响，而硅藻对此并未做出响应［４７］。 由此可知，东北

山区湖泊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特征差异较大。 本研究认为，由于小龙湾流域面积很小（０．１５ｋｍ２），并且流域下

垫面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较弱的人为干扰尚未超过湖泊生态阈值，因此硅藻更多地反映区域因素（如气候因

素）而非局地因素（如人为因素）的影响。 虽然二龙湾的沉积硅藻或多或少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但由于人

为干扰持续时间不长且强度不大，因此仍主要反映气候变化的影响。 而在镜泊湖，由于其流域十分宽广，农业

活动异常频繁且城镇化、旅游业发展迅速，不论从人类活动强度还是持续时间上均远高于小龙湾和二龙湾，因
此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被强烈的人为干扰掩盖掉。

５　 结论

镜泊湖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硅藻记录显示了数次群落组合的显著转变。 １９６６ 年开始的小型浮游种 Ｃ．
ｄｕｂｉｕｓ 迅速减少伴随着偶然性浮游属种 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 和 Ａ． ａｍｂｉｇｕａ 的增加指示了湖面风速增大引起了水体扰

动增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 ｐａｌｅａ 和 Ｆ． ｃｒｏ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的相继增加反映了镜泊湖流域农业和城市

化发展导致的湖泊水体营养盐富集。 虽然近 ６０ 年的实测气象数据显示镜泊湖地区气温持续升高，但沉积硅

藻组合变化并没有表现出这一气候变化信号。 然而，在与镜泊湖处于相同气候区的小龙湾和二龙湾，沉积硅

藻记录显示了小型硅藻丰度增加伴随着气温的升高，与很多极地、亚极地和树线湖泊的硅藻记录较一致。 与

镜泊湖及其流域状况相比，小龙湾和二龙湾受人为干扰十分有限，并且小的湖泊容量和流域面积使得它们对

气候变化更敏感。 通过对比分析，本研究认为在中国东北地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弱的湖泊（如小龙湾和二

龙湾）能较清晰地反应气候变暖对湖泊生态的影响；而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湖泊（如镜泊湖），气候变暖的

生态效应很可能被强烈的人为干扰掩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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